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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呼唤法哲学智慧 

    访谈人：陈景辉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 

    被访人：舒国滢教授 

       

    陈：舒老师，近几年来，您一直以相对边缘的姿态，选择以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为基础，讨论法学的

基本问题。这是否与您所倡导的“法哲学”的理论旨趣有相应之处？ 

    

    舒：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Ａｒｔｈｕ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所说的“法哲学是哲学的分

支，而不是法学的分支”那样，在一个“科际整合”的时代，法哲学必须利用哲学的理论资源，才能提升

自身学科的理论高度。正因为我较多地运用法学以外的知识和观察问题的方式，才会给人一种边缘的印

象。另一方面，一种相对边缘的姿态选择，能够使得研究者与研究的论题间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既不会

因为距离过近而看不清现象世界，又不会因为距离过远而空耗热情。或许正如林毓生先生的名句“贯穿于

冷静与热烈之间”吧。这种既不沉迷又不远离的态度使我获得了相对从容的理论选择。 

    

    陈：法治建设是当下中国法学的核心论题，这一论题极其复杂，其中现代性与民族性、共时性与历时

性等多对相互冲突的命题扭结在一起，那么如何在这样困境中，贯穿您的理论姿态？ 

    

    舒：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对于当下法治所面临的制度和文化困境，我的理论态度是：既不能视而不

见或作壁上观，也不能将其作简单化处理。我有一种看法，即当下法治的困境不是单一向度的问题（比如

法律制度自身的问题），而是多向度的问题，是由于当下中国要在几十年通过“时间的压缩”达到西方几

百年才可能完成的“历史效果”而产生的整体性困难。故此要想为此提出相对站得住脚的解释，必然要藉

助多学科的合作。就法学本身而言，纯粹的教义学法学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至少，我们的法学家和法律家

必须具有更高的智慧，需要法哲学的理论和智慧的支持。 

    

    陈：那么，是否因为纯粹的教义学法学无法有效回应这个论题，使得法哲学成为必要？ 

    

    舒：正如您所说的，局限于纯粹的法学领域内的知识无法有效化解这些因时间压缩而被放大的矛盾，

而且因为这些知识只把注意力投向法的有限领域，这反而使其由于透过法律概念的幔帐来观察生动的生活

现实而愈来愈远离真实的生活。与此相反，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

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但在历史上，法学家和法律家眼中的“人”，不是作为实际

生命而被经验的人，而是一个经验人的平均类型，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 

    

    陈：这样的人还是活生生的么？个体的差异性如何保证呢？ 

    

    舒：法律确实存在着对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制度宰制，在法律制度上，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人的身影，

活生生的人只是作为抽象的法律概念（如“自然人”、“人格”）和符号存在着的。这样，法律（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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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法典法）就愈来愈变得远离人的生活感觉，成为与大众的认识相隔膜的东西，甚至仅仅成为一套由行

业的语言构成的“无感情规则”。我们现代的人类有时候感受到这种规则宰制的生活完全是无趣的、令人

腻烦的。拉德布鲁赫（Ｒａｄｂｒｕｃｈ）曾说：“法律所考虑的不是人们都像哨兵一样时时刻刻目不转

睛，而是要他们偶尔也能无忧无虑地抬头观瞧灿烂的星空、盛开的花木和此在的必要性及美感。”但这只

是对法律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法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套人类生存的必要制度，它对于人类终极的

生存论问题关涉不够。它只能保障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昭示我们生活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在颂扬法治

的精神与理念时，应当注意它本来的界限，即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过分专注于法律制度，过分夸张法律的功能与其承载的价值要求可能导致

法治功能的异化。 

    

    舒：正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保持对法治前景的热情，又要冷静地评析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从法律的有限视阈中走出来，以更开放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法律智慧，来应对时代向立法

者、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以及法学研究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此外，我们在法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满足于

一点一滴的变化，而不要指望通过“时间的压缩”来解决法治面临的整体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希

望我们的法学研究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更多地去关注“具体的法治”，而不是热衷于讨论无从切入行进点

的宏大法治框架。 

    

    陈：您所言的“具体的法治”是指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实践问题吗？研究并关注“具体的法治”是

否应本着您所希冀的“法哲学”的体系去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工作？ 

    

    舒：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具体的法治”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制度形成。我曾经

讲过，法治国的发展，大体上要经历“警察国”（专制）到法律国（立法）再到法官国（司法）的过程。

所以，未来法治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这个阶层在国家法律制度形成中的影响力和贡献。在

法官权力失灵无效的时候，在法官没有超越于其它权力干预之地位的时候，在法官缺乏制度之卫护力和创

造力的时候，宏大法治的建设可能只是空谈。正是通过法官的行为去落实，法治建设才真正地发挥效能。

所以，每一个法官都应当肩负着这样一个更高远的使命。 

    

    您的第二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问题。法哲学本身有时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

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体悟法律的精神，反省

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性，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终极的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

职业良知。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当今法律职业共同体中较为缺乏的能力和品质。我的判断是：在我们的职业

群体中，那些像拉德布鲁赫所讲的“具有内疚之心的法律职业人”是很少的。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重点

谈法哲学的原因。我们怎能够指望连最起码的法哲学智慧都没有的人去担当正义的使命呢？我们并不缺乏

“执行法律的人”，我们缺乏的是有法律智慧与正义良知的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陈：您曾译著有关法律职业人与法律学术等文献，并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中的法律职业化问题做了大

量的研究、论证工作，那么，作为一名法学家，您是如何看待法学价值及法律职业价值的？您又是如何看

待法律人这个概念的？ 

    

    舒：法学价值及法律职业价值都是题目很大的问题。我想，在前两期的《法治时代》专栏文章中，葛

洪义、贺卫方两教授已就此问题阐发过各自的高见，我在上面的谈话中也间接地涉及到这个问题。限于篇

幅，这里不拟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只补充一点，即关于“法律人”这个名称。实际上，法律人（ｌａｗｙ

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ｅｎ，台湾学者较早采用这个译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大体上指受过法律训

练、在法律这个行当谋业的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律师、法学教授，甚至还包括法科的学生。我把此概念

译作“法律职业人”，也有人译为“法律者”或“法律家”的。但不论哪一种名称，都是有语境的，不可

随意使用。我注意到报章的作者们和编者们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并不是很严格，以至产生某些理解上的不

便。孔老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此话仍然值得我们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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